
内 容 摘 要

    “鲁迅与宗教”这一课题尽管已有先行学人涉入研究，但似1 7多采用资

料引证的方式进行研究，对鲁迅与宗教在主体精神层面上的关系未做深入涉

及。本文则直接切入鲁迅与宗教主体精神相沟通和契合的层面展开论述，通

过对鲁迅与佛教、基督教、道教的关系发微，探讨鲁迅在中外文化碰撞交汇

中对宗教的独特看取和选择，剖析宗教对鲁迅主体精神的影响以及鲁迅对宗

教精神的圆融和偏至之处，揭示鲁迅作为文化伟人的文化渊源。

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熔铸了多种文化精神，圆融汇通，从而形

的文化品格。在宗教问题上，尤其是对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

他价值取向的独特品格表现为既偏至又圆融，其偏至处表现在对女吊、撒旦

等宗教异端力量的推崇与看取，因为他们所具有的反叛、异端倾向与鲁迅在

精神上相契合;同时，他夕，寸释A牟尼、耶稣基督的悲悯、献身精神所感
动，他们面对庸众的孤独启蒙精神为他感同身受.圆融之处在于他对佛教、

基督教、道教等并非简单地把它们看做只是“人类精神的鸦片烟”，一味揭
批和否定，而是首先把它们看做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哲

学，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和思辩，将宗教哲学与他的个人精神世界整合

圆融，将宗教救赎与内在道德自省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他独异的宗教文化

观气文试图在汲取前人理论研讨的基础上，、鲁迅。教、
的关系中，清理鲁迅在中外文化交汇碰撞中独特的文化选择，

基督教、道教

探讨鲁迅与宗

      教内在精神的契合和背离，分析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异端”意义，由此

      来观照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文化源流，以期从一种全新的角度

、 来揭示鲁迅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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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ATION AND ACCOMMODATION

一 Probing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xun and

    Buddhism，Christianity and Taoism
                  Guan ensen

Abstract

    Although some scholars have touched upon the subject一

Luxun and religion by way of data quotation，they haven't made

deep exploration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Luxun and religion on

the gist surface level.This dissertation,keeping to the subje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xun and religion from the joint of them，

gose further into the unique vienpoints and choices of the region

by Luxu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collision

and mingling;analyses the impact on the spirit of Luxun exerted

by the religion and the deviation and accommodation exerted upon

religions spirit.by Luxun;subtly delineates the cultural source一

cultural giant of Luxun.

    As a great thinker，Luxun has his own unique cultural style

for deriving all kinds of cultural nourishment.As to religion，

especially Buddhism，Christianity，these foreign religion，Luxun

showed his accepting or rejecting unique attitude toward them，



    that is，both deviation and accommodation.On  one hand，he

    has the greatest esteem for heterodoxies -Nudiao and Satan，for

    the sameness in the aspects of rebellion and heterodox tendency

    in essence.At the same time，he was deeply touched by

    Sakyamuni and Jesus's trage即 and devotion to the cause of

    religion.As for accommodation，Luxun did not simply regard

    Buddhism，Christianity and Taoism as the "Opium of Human

    Spirit”and not criticize and deny them.On the contrary，he

    considered them as kind of cultural phnomenon，a kind of

    philosophy with form meaning，He mad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into them.He combined religious内losophy with his

    individual spirit world;atonement with introspective virtue into a

    whole.So his own unique religions--cultural viewpoints have been

      shoped.

        This thesis，on the basis of predecessors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xun and Buddhism，Christianity

    and Taoism,sorts out Luxim's cultural choices within the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inquires into the juncture and

    devi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luxim's inside spirit;analyses the

    significance of Luxun to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s heterodoxies，

hence，traces back to his cultural sources，for Luxun was a

literati and

profundity

thinker.

of Luxun

Then I hope

thought from

to delineste the abundance

great

and

a new angle in this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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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为什么从宗教的角度切入对鲁迅的研究

    自1913年挥铁樵 (铁木)对 《怀旧》的评点以来，鲁迅研究已有80余年的历

史，沿习至今己成为一门“显学”，有关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皇皇大观。但从

宗教角度切入的研究，则始自1983年郑欣森先生发表在 《鲁迅研究》(1983年第

二期)上的《鲁迅宗教观初探》，此后又有一些学者发表了鲁迅与基督教、佛

教、道教等课题研究文章，但为数不多。郑欣森于19%年9月出版了《鲁迅与宗

教文化》一书，是一部总结性的专著，该书资料丰厚，论证续密，在资料收集和

相互引证方面，可谓竿路蓝缕，颇具开山之功，国内学界在此领域的资料发掘山

作几几无出其右者。但综观上述研究，大多采取互相印证的论证方式，主要从外

在显现的文本角度对鲁迅的文章寻章摘句来阐发鲁迅宗教思想的某一方面，对鲁

迅内在精神与宗教沟通二者之间缺乏深入的整体阐述。因而，“鲁迅与宗教”这

一课题就有许多“留白，，之处，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行性。

    钱理群在《话说周氏兄弟— 北大演讲录》中指出:“鲁迅在理论上固然不

否定人的和谐，但他更强调 ‘偏至’，强调向恶的方向的偏至，他喜欢 ‘恶之

声’，在审美选择中强调恶的美、力的美，狂暴的美。”(61 (297y[)他指出了鲁迅思

想特征的一个方面。高旭东在 《论鲁迅“恶”的文学观及其渊源》一文中也曾指

出，在审美选择上鲁迅是偏至的，欣赏“恶之美”。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又熔铸了多种文化精神，团融汇通，从而形成他独

特的文化品格。在宗教问题上，尤其是对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他价值取向

的独特品格表现为既偏至又圆融，’其偏至处表现在对女吊、撤旦等宗教异端力量

的推崇与看取，因为他们所具有的反叛、异端倾向与鲁迅在精神上相契合:同

时，他又对释逛牟尼、耶稣基督的悲悯、献身精神所感动，他们面对庸众的孤独

启蒙精神为他感同身受。圆融之处在于他对佛教、基督教、道教等并非简单地把

它们看做只是“人类精神的鸦片烟”，一味揭批和否定，而是首先把他们看做一

种文化现象，一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哲学，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和思辩，将



宗教哲学与他的个人精神世界整合圆融，将宗教救赎与内在道德自省融为一体，

从而形成了他独异的宗教文化观。

    本文试图在汲取前人理论研讨的基础上，从鲁迅与佛教、基督教、道教的关

系中，清理鲁迅在中外文化交汇碰撞中独特的文化选择，探讨宗教与鲁迅内在精

神的契合和背离，分析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异端”意义，由此来观照鲁迅作

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文化源流，以期从一种全新的角度来揭示鲁迅思想的

丰富性和深刻性。

二、 鲁迅与佛教

第一节、主体精神的伸张:鲁迅与佛教的内在之缘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以后，对中国国民的影响是深远而普遍的。佛教最

      讲求“缘分”，鲁迅与佛教的结缘早在他童年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家乡绍

      兴，当时的佛教氛围极为浓厚，信佛、崇佛的风气颇为盛行，鲁迅小时候就

      在附近的庙里找菩萨“记名”，并拜了一个和尚龙师傅，师傅赠给他法名

      “长庚”，直到晚年鲁迅还深情地撰文记叙此事。另外，他在家乡浓厚的民

      俗化佛教氛围中，从小听佛教传说故事，耳濡目染，对佛教自然多了一份熟

      稳和亲近，但这也只是鲁迅与佛教的常识性缘分，不足以证明他与佛教的必

    然因果之缘。高旭东先生曾指出“鲁迅不是常识型的思想家”闪(51x)，他的
      非常识性必有其独异的价值取向。因此，考察鲁迅与佛教的结缘，不能单纯

      以这种常识性的经历来推断。鲁迅幼时的“舍名”佛寺、绍兴地方的民俗化

      佛教氛围，固然对他有影响，但最根本的，是鲁迅与佛教有一种内在之缘，

      即对主体精神伸张的看重与推崇.从这种意义上说，鲁迅真正开始认知佛

      教，应该肇始于他师从章太炎。

        梁启超在 《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



佛学有关系。”如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晚年则醉心佛学，公-c

宣扬“烈士暮年宜学道”、“才人老去倒逃禅”;倡导“师夷长技以治夷”

的魏源，晚期也潜心佛学，饭依佛门;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

也积极从佛学中汲取哲学思想，梁启超深深叹服佛学“广矣!大矣!深矣!

微矣!”认为佛教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

世而非厌世”、“乃自力而非他力”(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

一时之间，崇信佛教、钻研佛学成为一种时尚，流风远播。章太炎在1897年

就受后来成为鲁迅在教育部之顶头上司夏曾佑的影响，开始涉猎 《法华

经》、《华严经》、《涅梁经》等，但此时他尚未理解佛学的深奥意义。殆

至1903年因《苏报》案入狱期间，他才开始深入、系统地研究佛学，其中尤

对佛教中的法相唯识学感悟颇多，“晨夜研诵，乃悟大乘法义”。(《自述

学术次第》，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语长编》上册，第198页)法相唯识学是

中国佛家宗派之一，出于古印度大乘佛教瑜咖宗，由唐代高僧玄奖及其弟子

窥基所传，其基本理论为“唯识无境”，主张“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认

为世间一切现象都是“识”‘(精神、观念)所表现出来的，强调人的主体精

神。因其教义过于烦琐，仅三传即衰微。但该宗学说逻辑严密，推崇精神的

能动性，自有其独到的价值.至明末清初之际，又转为热门。特别是近代著

名居士杨文会从日本追回的散失佛籍中，多为国内失传的法相唯识宗著作，

一经刊行于世，极大地推动了法相唯识学的流布与影响，蔡尚思在 《论清末

佛学思想的特点》中认为，法相唯识宗在学界从清到民国时代，几乎代表了

中国佛学，犹如唐末的禅宗几乎代表中国佛教一样。由此可见，法相唯识宗

在近代学界中影响之深广。章太炎看取唯识学的，就在于他通过对佛学原理

的重新解读，找到了与他鼓吹和倡导资产阶级民丰革命相沟通的理论支持。
他用佛教“一切众生，皆是平等”的教义，公开宣扬反清排满的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

        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

    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且如婆罗门教分出四姓阶段，在

    佛教中最所痛恨.如今清人待我汉人，比那刹帝利种虐待首陀罗更



要厉害十倍。照佛教说

君权，大乘戒律都说:

“杀了一人能救众人，

，逐满复汉，

“国王暴虐，

正是分内的事。又且佛教最恨

菩萨有权，应当废触e”

这就是菩萨行。”其余经论，王诚两项

是并举，所以佛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就与做喊一样，

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

又说:

，都

这更

《演说辞》，《民报》第6号)

    章太炎是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看重并推崇唯识宗对人的主体精神

的重视和切入，认为佛教启悟人心，鼓舞精神，可以利用佛教为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鼓吹和呐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直至新文化运动

中的启蒙运动，其领袖人物大都有着强烈的实用功利主义思想，对外来文化

的借鉴具有鲜明的实用色彩.但章太炎重视佛教对革命的影响，并不是实际

行为层面的价值，而是佛教对人的主体精神的影响，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

这与后来的启蒙者注重启迪国民精神自觉的思路是一致的，鲁迅也即由此而

获益。章太炎利用佛教有两个目的:倡导人的道德净化和主体精神的伸张。

一方面，他强调佛教对道德净化的功用，认为中国革命当时缺乏的不是智

谋，而是道德，要疗治国人道德堕落的唯一妙方，就在宗教，“世间道德，

率自宗教引生”。因此他积极倡导“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

德”，借助佛学思想来净化国民道德，振起麻木的人心，改变国人无信仰、

无特操的陋习，重树信仰:

    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在

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

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 想，并非实在真有，..⋯在哲学上今日

也最相宜.要有这种信仰

来.

才得勇猛无畏， 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

                    (《演说辞》，《民报》第6号)

由此我们可以约略探寻出一条脉络:鲁迅后期对国人无信仰、无特操的揭批

以及对疗救国人麻木魂灵所作的思考和选择，恰如此时章太炎的思路相一

致。另一方面，章太炎推崇唯识宗 “依自不依他”的主体精神。所谓 “依自



不依他”，按章太炎的诊释，就是“厚自尊贵”，即“自贵其心，不以鬼神

为奥主”，“自尊无畏”，“自信”，“悍然独往”等。这里的 “自”指胜

体，“他”是异己的力量，既指上帝鬼神之类超自然的崇拜，也指天理、公

理、规律等。章太炎把“依自不依他”看作中国历史上各个哲学派别的共同

点:“盖支那德教，虽各殊途，而根源所在，悉归于一，曰: ‘依自不依

他’耳。”(《答铁铮》，《民报》第14号)而佛教，尤其是禅宗，“自贵

其心，不援鬼神，与中国心理相合”.他认为伸张这种主体精神大大有益于

国民人心的振奋、信仰的笃定:

        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犹有厚自草贵之风，尼采所

    谓超人，庶刀讲目近，排除生死、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狠

    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以此揭集，庶于中国前途有益.

                  (《答铁铮》，《民报》第14号)

    我们这里详细地探讨章太炎对佛教的利用，可以明显地看出章太炎从

他个人和现实的需要出发，对佛教存在着“经典重释”和“有意误读”，将

佛学理论与民主革命相沟通。循此切入，我们能够较清楚地理解鲁迅在佛教

问题上与章太炎的师承和发展关系。鲁迅研读佛经，直接受章太炎的影响，

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多数论者都过分强调他们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分歧，连许

寿裳都说:“鲁迅读佛经，当然受章先生的影响。⋯⋯先生与鲁迅师弟二

人，对于佛教的思想，归结是不同的:先生主张以佛法救中国，鲁迅则以战

斗精神的新文艺救中国。”(许寿裘:《亡友香迅印象记》)这话固然不

错，鲁迅自己也在与许寿裳的通信中指出章氏“佛法救国”乃是“高妙的幻

想”。郑欣森从客观的实际对鲁迅的这些话作过中肯的评价，基本肯定了他

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我所要指出的是他们之间在精神上的彼此沟通和联系，

否则就无法理解鲁迅对佛教的偏爱，以致在1904-1906年期间他苦心收集佛

教典籍，研读佛学，“用功甚猛，别人赶不上”(许寿装《亡友奢迅印象

记》)。首先，章太炎把佛学作为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尽管他仅“止于高

妙的幻想”，但他毕竟认识到了佛教对人的主体精神的伸张与重视，鲁迅从

章太炎治佛学，后转而弃医从文，也是认为疗救国民麻木的魂灵乃是 “第一



      要着”，要疗治中国痛疾，必须先从疗治国人精神入手，他在日本的时候就

      开始了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和思考:“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在国民性问题的探

      讨上，他们是彼此相通的。其次，近代先驱者如章太炎研习佛学，都对佛学

      进行了“有意误读”，他们大多摒弃了佛教中充满迷信色彩的创世说、天堂

      地狱说等宗教教义，而对宗教精神所体现的信仰、持重、博爱、悲悯等方法

      论内容大加张扬，重视和推崇主体精神的伸张和精神启悟、直通人心的施行

      方式。这种精神启蒙和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激进派是前后相通的，尽管

      新文化运动对宗教的选择有所转向，转为侧重于伦理内容，强调佛教中的平

      等、博爱、悲悯精神，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为他们提倡的“新道德”张目。

      但这仍与章太炎提出的“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是一脉相传

      的。鲁迅兼具近代和五四两代先驱者的特点，他自然承担着上下沟通的历史

      责任，他对佛教既有章太炎重视佛教主体精神的因子，又具有五四时期的伦

      理色彩，他对启蒙国民精神的持重、对家庭婚姻苦难的承担，从正反两方面

      印证了这一点。再次，章太炎不但弘扬佛法，而且身体刃行，借助佛学来净

      化个人道德修养，在实践层面上对鲁迅有直接的影响.章太炎在实际斗争中

      朴质热忱，勇猛无畏: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诺表世凯的包

        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

        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

              (《且介辛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1) (6,,t537A )
      章氏在人格行为上对鲁迅有着潜移默化而又深刻久远的濡染，鲁迅研读佛

      经，一方面是寻找主体精神的伸张，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汲取佛教的积极因

      素，并进而熔铸着他伟大坚韧的性格，塑造着自身的行为主体精神，这是与

      章太炎秉承的个人道德净化相一致的。鲁迅在1904-1906年大量收集佛教典

      籍，用力甚猛地读佛经，既借此来排解自己在革命退潮后内心的虚无、寂

      寞、怀疑和痛苦，以及婚姻的不幸和无以言说的隐痛，又在积极寻求一种佛

      教的达观与忘情，以期获得人生的启迪，他曾由衷地赞叹说:



        释逛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

    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地启示了，真是大哲!

                            (许寿裘:《亡友普迅印象记》)

对鲁迅读佛经的这种特异之处，许寿裳有较为中肯的评价:

        他对于佛经只是当做人类思想发达史的资料看，借以研究其人

    生观昙了.别人读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

    的，他的信仰是在科学，不是宗教.

                            (许寿装:《亡友普迅印象记》)

    我们从鲁迅人格中那种坚毅笃学、勇于进取、富于牺牲的人格精神，那

种沉静明澈的心境与满蕴智慧的人格气质，都可以找到佛教之精神灵光在他

身上的折射。徐梵澄曾明确地指出:

        (手迅)在日本留学时，已研究佛学，端想佛教造诣，我至今

不敢望尘，但先生能入乎佛学，亦能出乎佛学.⋯ 胸徐达到了一

极大的沉静境界，肪佛是无边的空虚寂臭，几乎要与人间绝缘，如

诗所说的“心事浩茫连广宇”，外表则冷静可怕，尤其在晚年如此。

              (徐梵澄《星花旧影一一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

                    见《香迅研究资料》第11册，第169页)

鲁迅的这种人格气质魅力，是在真正地把握住佛教文化的某些特征后，

对人生、自我、生命，以至整个社会历史的一种透彻认识的表现，同时也是

他沉静心境与明澈理性智慧的显露。鲁迅从佛教文化中汲取有益于自身人格

意志培养的自觉态度，实际上也表明了他与佛教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精

神联系。

    以上论述，我们旨在探求鲁迅与佛教的内在之缘，挖掘鲁迅精神层面上

与佛教的渊源关系，从而有助于加深对鲁迅个性化的理解。



第二节、复仇的女吊:鲁迅对佛教的偏至选择

          明末王思任曾说过:“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而日

      本弘文学院同学对鲁迅也评价说:“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可

      见鲁迅在骨子里是颇受绍兴地区民风熏染而很带了些复仇之气的。是否是这

      种天生的复仇因子使鲁迅在对佛教文化的选择中出现了偏至，恰如钱理群所

      言:“喜欢 ‘恶之声”，?对此。我们不能合理地推断，但鲁迅对佛教中女

      吊、无常形象的偏爱，的确表现出一份独异的文化选择。

          无常、女吊都是绍兴目连戏中的人物。绍兴目连戏演的都是佛教故事，

      很早就传入我国，明末张岱在 《陶庵梦忆·目连戏》中记载:“选徽州族阳

      戏子，Pi轻精悍，能相扑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连》，凡三日三夜。”在

      有着浓厚神佛氛围的绍兴农村，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每年迎神赛会都要

      演出目连戏，敬神攘灾.这类演出，大多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之类，往往在

      剧中安排一个恶人，戏的结束，也就是恶人该受报应遭到惩罚的时候，此时

      由阎罗派小鬼来捉拿恶人索命。小卿门有很多，人们最喜欢看的是“活无

      常”:

            他出来了，服饰比画上还简单，不拿铁索，也不带葬盘，就是

          雪白的一条莽汉，粉面朱唇，眉黑如漆，兜着，不知道是在笑还是

          在哭，但他一出台就须打一百零八个健，同时也放一百零八个屁，

          这才自述他的履历.

                            (《朝花夕拾·无常》) t1] (-4=711)

      他总是在观众“期待着恶人的没落的凝望中”出现，意味着正义的伸张和果

      报的实现，使人们郁积已久的“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的无限苦

      痛，最终通过他对恶人的索命而得以消解释放。此时的“活无常”成为人们

      精神的寄托与某种公正、果报的象征，代表着阴间的公正裁判。虽是索魂的

      鬼魂，他却又带有人间的活泼与诙谐，颇通人情。有次阎罗派他去拿隔壁的

m子，因是庸医害命，又见阿嫂哭的悲伤，于是他就用自己的特权，

他还阳半刻”。不料他的这份同情和宽有却遭到了阎罗的误解和重责

“暂放

从此



他便执法严明，公正裁判:“难是弗放者个!那怕你，铜墙铁)} 1那怕你.

皇亲国戚!”在这 “活无常”身上，体现了下层人民的爱憎和敢于反抗、iii

直不阿的优秀品质。因此鲁迅“至今还确凿记得，在故乡时候，和 ‘下等

人’一同，常常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

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4·⋯。”(《朝花夕拾·无常

》)后来在 《门外文谈》中再次肯定“活无常”形象“何等有人情，又何等

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1) (6sloON)

    “女吊”更是为鲁迅所看重和推崇，他写《女吊》，是在他晚年病重之

际写完具有遗嘱性质的《死》之后。在《死》中，鲁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凸

现了他性格中决绝的复仇性:

        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怒，自

    己也宽怒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

    样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

      宽怒。

                  (《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尸1) 164'6129 )
之后，他就写了 《女吊》，认为她是 “一个带有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

更美，更强的鬼魂。”“她”本是杨家女，由于做童养媳备受虐待，才最终

投缀而亡。需要指出的是，戏台上的“女吊”，本意是要去“讨替代”的，

并非刻意去复仇，甚至单为了“讨替代”而忘了复仇，她的复仇性仅在于投

缉之际身穿红衫，准备要做厉鬼以复仇。而鲁迅则对她进行了“有意误

读”，着意于她的复仇性，将其复仇性无限放大彰显，张扬她至死都要复仇

的精神，从而用充满激情的笔致，详细刻画了一个具有骇人之美的“女

吊”:

    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

脸，漆黑的 浓眉，鸟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她两肩微耸，四

顾，倾听，似惊，似喜， 似怒，终于发出悲衷的声音，}I7C}漫地唱道:

    “奴奴本是杨家女，

    呵呀，苦呀，天哪!⋯⋯”



                    (《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1] (6,1}61B4 )

    在中国传统鬼神观念中，凶神、恶煞、厉鬼，都是狰狞可怖的，充满

“恶”的气息，向来不为人们喜爱。鲁迅却一反传统观念，偏爱这“恶之

美”，看取“活无常”和“女吊”这样两个敢于反抗、刚正不阿、至死都要

复仇的鬼魂，联系鲁迅自己，“女吊”至死也要作厉鬼以复仇的精神不正和

他至死也对怨敌“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相通吗?“活无常”憨直诙谐又决

不V,情的斗争精神不下和他终生奉行的 “韧的战斗精神”相通吗?

第三节、舍身苦行的佛陀:鲁迅对佛教的圆融

          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在鲁迅追悼会上说过:“鲁迅先生，是深山苦

    行的一位佛神”(徐梵澄:《星花旧影一对香迅先生的一些回忆》，171

    页)。鲁迅与佛教之间既有内在之缘，又加上他的有意苦心研读和对佛教精

    微要义的深刻理解，使他在内在精神上与佛教颇多契合相通之处，通过圆融

    整合，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佛教观.

        其一，人格上，他对释迎牟尼及小乘佛教的舍身苦行精神极为推崇和肯

    定。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族姓乔达摩，释迎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

    意为“释迎族的圣人”。他本是古印度迎毗罗王国(现在尼泊尔境内)净饭

    王之子，约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与我国的孔子所处时代大

    致相当.据佛经记载，释迎牟尼一生下来，就能说会走，他向东南西北各走

    七步，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高声说道:“天上天下，惟我独林。”浑

    身呈金黄色，更有三十二种异相，所以净饭王替他取名悉达多，意为“奇异

    吉祥”。他由于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痛，尤其是“夜半醒来看见宫女

    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二月)小引》)遍历各地，苦行六年，

    最终在菩提树下静思七日，而终成“正觉”。鲁迅在个人精神极度苦闷的时

    候，下力研读佛经，除在人生观上获得启迪外，对释逸牟尼推崇“以身饲

    虎”、“割肉喂鹰”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对世人百姓的无限悲悯，多次提及赞



扬: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

喜，发大慈悲.

                        (((华盖集·题记》)[11 (34371 )

这种因个人觉悟而舍身救世的启蒙者形象，对鲁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4虹

下层小人物苦难命运的关怀和悲悯，对国民的“麻木的魂灵”的刻画和剖

析，都体现着他早期作为启蒙者的人文主义追求和关怀。

    另外，小乘佛教的苦行主义跟鲁迅早期的苦行精神也是相通的。释迎牟

尼涅架以后，印度佛教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等四个

阶段。其中，大乘佛教于公元I世纪由部派佛教之大众部派中的一些支流汇

聚演变而成，大乘佛教产生以后，把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等早期的佛教都贬

称为小乘佛教。“乘”者，即车乘、乘载之意，“大乘”就是可以运载更多

的人，从生死的此岸，到达菩提涅巢的彼岸。在大乘佛教看来，小乘佛教是

“小道”、“小业”，只能普渡一小部分人到达彼岸。实际上大乘佛教、小

乘佛教都是佛教发展的不同阶段，教义出于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有所改变，

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小乘佛教主张“我空法有”，认为佛只有释迎牟

尼一个，个人要独善苦行，“灰身灭智”，方能证得阿罗汉而成正果;大乘

佛教则主张“我法二空”，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人人都能成佛，宣扬大

慈大悲，普渡众生，修行时不必施行苦修，只要实施布施、持戒、忍辱、精

进、禅定、智慧等“六度”就可成佛。在我国流布广泛的即是大乘佛教.因

为大乘佛教施行方法相对宽松，戒律也比较松弛，易于信奉，因而在中国出

现了许多佛门俗家弟子一一居士，他们领受“三饭”(对佛、法、僧的归顺

依附)、五戒(不杀乞 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五条戒律)，

在家修行布施.而小乘佛教则较近乎释迩牟尼，认为“人生即苦”，是由于

人的“业”(行为)和“惑”所致，要断“业”灭“惑”，‘必须远离社会，

出家到山洞和丛林里去，禁欲苦修。鲁迅恰恰肯定小乘佛教的这种苦行主

义，而大加讽刺大乘佛教的戒律松弛:

        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



          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

          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

          而变得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

                (《集外集拾遗补编·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11 (8*1633f )

      小乘佛教的这种苦行精神正暗合着他在二、三十年代带有自虐色彩的生活和

      痕，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他的孤苦心境和向“虚无”“绝望”挑战的苦涩决

      绝。他多次称赞唐代高僧玄奖，称他“舍身求法”，体现了一种忠贞信仰、

      勇于牺牲、甘于苦行的宗教献身精神，而他自己人格中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

      和肩住黑暗闸门的殉道精神，也正与释迎牟尼、小乘佛教以及玄类这类佛教

      徒彼此相通。

        其二，学理上，鲁迅对佛教文化研读甚精，他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研

      究了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肯定佛学的学术价值，开始了中国比较文

      学研究的垦拓工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对佛学的圆融和吸纳。首

      先，佛教作为文化形象进入鲁迅学理研究的“视域”，并与他对中国文化、

      中国文学研究的“视域”相融合，从而垦拓了中外文学的影响研究。佛教自

      汉末传入我国，几经演变调整，兼融了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逐渐实现了中

      国化的转型。关于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我们可以从这样两个例子来加深理

      解:一、观音在印度本是一男儿之身，颇具阳刚之气，但到了中国，却成了

      一个慈眉善目、红唇白面，一手托净瓶，一手舞柳枝的女性，大慈大悲，救

      苦救难，甚至承担着中国人“送子”的使命，为中国人的“多子多福”、

      “承嗣继业”效力。二是佛教本来宣扬众生平等的，对皇帝、父母也不跪

      拜，在精神和人格上彼此平等，但这却与中国以“忠”和“孝”等儒家传统

      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伦理等级秩序相违背，反对佛教的人因此攻击佛教“无君

      无父”、大逆不道。因此屡遭劫难，后来佛教教义改为拜皇帝、孝父母，才

      获得统治者的恩准和推崇。总之，佛教传入中国，经过自身调整，最终与中

      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进而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鲁迅在清理中国小

      说史时，就充分注意到了东传佛教对中国小说发展的推动和促进，对佛教进

      行了较为科学、中肯的厘清和分析。他在《中国小说史略》这部学术著作



中，就中国“儒释道”三教的关系，认为六朝“颜之推 《冤魂志》”，“引

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在探究六朝志怪小说发达的原因

时，他提出这与印度佛教的输入相关:

        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

    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

    使它更加发达起来。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11 ( 9.43081)

    他还引证了一个阳羡鹅笼书生的故事，来说明这类充满神奇幻想的文学

思想，实非中国所故有的，而是深受印度思想影响，这些故事荒诞夸张的描

写，跨越时空的想象，鲜明强烈的浪漫色彩，和儒家“夸而有节，饰而不

诬”的文学传统和理性精神是迥然相异的，“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

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但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

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Rl ( 943091))在

这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鲁迅这种学术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已经摆脱了中

国传统的治学模式，开始具备现代学术范式。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是“以经

注经”，讲究的是对经典的整理、归纳、诊释，是一种线性的注释方式，缺

乏宏阔的思路，往往流于陈陈相因，难有创新。而鲁迅在进行史的勾勒之

际，又能够横向研究，关注域外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垦拓了

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具备了现代学术的范式，也为他的小说研究提供了全

新的视角和思路，因而学术创新亦在情理之中。比如在探讨 《世说新语》

时，他除运用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剖析了当时一般名士不敢妄谈时政，

只好专谈玄理的社会原因外，更进一步指出:“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

风，而老庄之说亦太盛4··⋯终乃汗漫而为清谈。”(《中国小说史略》((1(9,4-
s0X ))从而提出新见，获得了对中国文学、小说发展的新认识。他在探讨明

清神魔小说现象、宋人说话的产生与佛教讲经故事变文之间关系时，也自觉

地应用了这种横向比较的影响研究方法。而对 《红楼梦》中“色空”观念的

论述，也与佛家思想相联，这与王国维以叔本华“悲剧”理论来解读 《红楼

梦》一样，在当时的学术研究中另辟蹊径，大开风气，具有积极的垦拓意



义，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佛教文化的圆融已经深入其内在学理层面。

    其三，创作上，鲁迅对佛教的圆融也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这里一方

面是佛教精神等积极因素的弘扬，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利用佛教中的不良因素

对现实加以讥刺和批判，在文艺创作中，鲁迅能够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地摘

录、采用一些佛教的典故、词汇、寓言、故事等，使艺术创作寓意深刻，并

富有艺术幽默感和讽刺性，以及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曾有论者指出鲁迅的

《野草》带有佛家色彩，这有一定道理。鲁迅的《野草》固然有象征主义成

分，但其中笼罩着极为深重的大悲悯、大苦难等佛家思想，这是每一位阅读

者都有深刻体会的。其实，我们不必细致地去做文本解读，单就鲁迅在杂

文、散文等创作中，对诸多佛学典故、思想材料的巧妙运用和随意点化，就

能体会到他对佛教知识的深刻理解和圆融。鲁迅的一些书名、篇名就采用了

佛教用语，如收录1925年杂文的《华盖集》及收录1926年在北京和厦门作品

的 《华盖集续编》，书名中的 “华盖”，就与佛教有关: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

    运”的，这 “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 “镬盖”了，现

    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革，自然是成
    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革住了，只好碰

    打子。

                              (((华盖集·题记》)(11 (3,4.3-4-)

将佛教中的“华盖”反其意而用之，来描摹自己悲苦愤激的生活状态，从中

也能体味出黑色幽默般的自嘲。其他如《世故三昧》中的“三昧”、《捣鬼

心传》中的“心传”等，也都各有深意，体现着鲁迅的独运匠心.在文章

中，佛教用语如刹那、轮回、觉悟、大悲悯、大苦难、‘摩罗、随喜等也都随

手拈来，为我所用

时的现实作尖刻、

营中的投机分子

天，一手指地曰:

。其中尤需注意的是，鲁迅通过巧妙借用佛教用语，对当

辛辣的讥刺:如借用“狮子身中的害虫”比喻混进革命阵

(《伪自由书·后记》(1] (5*182k );用“释迎出世，一手指

  ‘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来讽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

伪自由书·天上地下》[I] ( 54.1381 ):以“净坛将军摇身一变，化为螂鱼，在



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的描写，来无情地揭批吴稚晖、唐有壬之流蜻营

狗苟的丑态，形象、有力，而且富有幽默感。这也反映和说明了鲁迅对佛孜

文化不仅熟稳，而且将其内化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三、鲁迅与基督教

第一节、从 “汉唐气魄”到 “拿来主义”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之后，虽有三武灭佛之劫难，但总的来说是较为兴

盛顺达的。这一方面是佛教自身不断调适，与中国故有文化相融合，较早地

实现了中国本土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汉、唐都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繁盛的朝

代，“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

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

由驱使，绝不介怀。”(《看镜有感》ti) t 41981,)正是这种“汉唐气魄”使

佛教在中国的流布如风行水上，.无挂无碍。鲁迅多次肯定阂放阔达的“汉唐

气魄”，它表明了民族强盛时期的一种自信和开放，而当国力衰蔽之际，往

往会对异域文化采取封闭排斥的做法，基督教在中国一波三折的命运，就是

一个明证。

    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见于历史记载的是唐太宗贞观九年 (635年)，

当时称为景教。此时对外来文化还较为宽容，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传教士阿

罗本等携带《圣经》，‘从波斯来到唐都长安，“帝(太宗)命宰臣房公令玄

龄，总杖西郊，宾迎入内”.至贞观十二年 (638年)，唐太宗下诏，认为

景教“泽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主要。词无繁说，理有忘鉴。

济物利人，宜行天下。”〔参见王博:《唐会要》卷四十九，转引自杨剑龙

《旷野的呼声》)，景教在唐代流传了200余年，至唐武宗时，国力衰敝，

失去对异域文化的恢宏气度，会昌五年 (845年)武宗下令灭佛，景教亦遭

.牵连，寺院见逐，只在边远地带流行，从此一撅不振。追至元朝，基督教复



兴于中国，主要有两派，一是在边远地带如蒙古诸地流行不绝的聂斯托利

派，即景教;二是罗马天主教。当时人民把这些基督教派统称为“也里可温

教”(蒙古语“有福缘的人”之音译，转义为“奉福音的人”)。但元代的

基督徒少有汉人，正如徐宗泽在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中说的:“元代

之信奉天主教者，大抵皆系西域各部落人;真正之中国人实绝无而仅有。”

鲁迅也指出:

而其道非盛。

泊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以教理暨历算质学干中国，

(《坟·文化偏至论》[i1 c 4434$ >)1368年元朝灭亡，也里可

温教又一次绝迹中原。明末清初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基督教第三次传教高潮，

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在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中，利玛窦是最有

成就者之一，他到中国后，迅速地本土化，穿儒服，说汉语，熟读中国四书

五经，用儒家经典阐释基督教教义，以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作为传教手段，结

交鸿儒名士、高官显宦，并主动向他们赠送圣像、自鸣钟、三棱镜、八音琴

等物，因而获准在北京长驻传教。明朝著名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药

等先后饭依基督教。其后汤若望、毕方济、南怀仁等传教士也先后来中国传

教，形成了西学东渐的高潮。但到康熙末年，耶稣会与多明会因中国人的祭

祖祀孔问题发生“礼仪之争”，罗马教廷甚至也以此干涉中国内政，引起清

廷的不满，1723年雍正皇帝登基后，开始长达百年的禁教，基督教在中国传

播又一次陷入停顿。直到十九世纪，基督教才重新传入中国，但这次传教带

有一种很鲜明的殖民侵略色彩.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在西方列强坚

船利炮的轰击下，中国禁闭千年的大门被打开了，基督教伴随经济、军事的

侵略而作为文化侵略的一种形式进入中国。因而，近代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

和认识极其复杂，一方面肯定和认识到基督教作为一种异域文化对本土传统

文化的巨大启发和补益作用，需要吸纳和汲取;另一方面又感受到它裹胁的

文化侵略性质，应该排斥和抗拒，采取敌视态度。如章太炎就坚决反对荃督

教，他之倡导佛学，也是希望用佛教打败基督教。他还采用考证的办法，对

基督教的教义进行证伪批判。文化激进派如陈独秀，则鲜明地体现了对待基

督教复杂态度的时代性，他一方面在1918年《偶像破坏论》一文中鼓吹“二

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



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些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K.无用的骗叹

的偶像，都应该破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宗教的价值，自当以其刊

益社会之力量为比例。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

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和大多

数文化先驱一样，把基督教教义和教会截然分开，否定其创世、复活、神迹

等圣事神学，而肯定基督教中的博爱、牺牲精神。他放言:“我们不用请教

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义，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

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

一。”“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的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

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哪耳R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

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

起。”(陈独秀:《塞督教与中国人1)，《新青年》第7卷第3号)。在这一

点上，鲁迅和陈独秀是一致的。

    对近代基督教所具有的二重性，鲁迅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与章太炎不

同，他反对简单敌视、排斥基督教。他曾经多次提到杨光先参劫传教士汤若

望之事.汤若望是德国来华的传教士，1644年曾任清钦天监正，主持修订历

法工作。杨光先于1660年上奏参勒汤若望，指责他在历书封面上印有“依西

洋新法”五字，批评汤若望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但此次参劫没有奏

效，杨光先后来就出版了《不得已》一书，声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

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鲁迅对此多加讥刺和批判，他在研究佛经时提倡“汉

唐气魄”，指出汉唐取用外来的事物，自由驱使，毫不介怀，就如将彼俘来

一样，体现了强盛民族的自信心和对外开放的恢宏气派。而“一到衰敝陵夷

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

拒，惶恐，退缩，逃避J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

屏王和屏头的宝贝。”(《坟4看镜有感》川m1psx ))他进一步指出，象杨

光先这种具有盲目排外意识的还大有人在，“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

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

很。”(《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11) (5111137 A))他指出“倘再不放开度量，



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人沥陈中夏的

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坟·看镜有感》[1] (14"9))

正是在这种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中，鲁迅高屋建纸地提出“拿来主义”的科

学态度: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

    为新文艺.”

                    (《且介辛杂文·拿来主义》)(1](643，一叨贾’

    如果说 “汉唐气魄”代表着一个强盛民族的自信与胸襟，那么，“拿来

主义”就代表着救亡图存的文化先驱者的审慎理性和清醒头脑。鲁迅在近代

中西文化冲突的特定背景下，以“拿来主义”的独到眼光对基督教进行了选

择和看取，跟陈独秀一样，他也把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相剥离，读取其有益的

哲学思考。他在《破恶声论》中提及宗教信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虽中国

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

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

《破恶声论》(1) ( 94-2711)认为宗教信仰与人的精神需求有契合，是必要的。

他对基督教对人的精神的引导、熏陶作用予以充分重视，尽管他多次写文章

揭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治的黑暗，但他之比一般人高明，乃在于同时看到

了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盖中世宗教暴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履凉，而社

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熏染陶冶，亦胎嘉葩。”(《科学史教篇》[1] ( 11.

29X))虽然神学统治钳制人的科学精神，却由此孕育了丰饶的社会精神，他

曾盛赞希伯来文化的深刻及其悠久的影响力:

        ⋯⋯希伯来，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

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特在以色列族，则止耶利

米之声;列王荒矣，帝怒以赫，那44胜冷遂草，而种人之舌亦默.

当彼流离异地，虽不遮忘其宗邦，方言正信，拳拳未释，然《哀歌》

币下，无赓响类.

                  (《坟·摩罗诗力说》)III (1.46a&)



希伯来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的源头，希伯来人编的《圣经》 (后称 《旧约全

书》)内容极为丰富，有民间流传的史诗、战歌、情歌，有以色列和犹太日

王的编年史记，有先知的教诫、国家的法律等等，成为基督教宗教和文学艺

术的源泉。鲁迅看取基督教的，是它对人的主体精神和信仰的影响，因此他

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予以高度评价:

        时则有路德者起于德，谓宗教根元，在乎信仰，制度戒法，悉

    其荣华，力击旧教而仆之。自所创建，在废弃阶级，融法皇僧正诸号，

    而代以牧师，职宣神命，五身社会，弗殊常人;仪式祷祈，亦简其法。

    至枷中所注，则在软师地位，无所胜于平人也.转轮既始，烈粟遮于

    欧洲，受其改革者，盖非独宗教而已，且波及于其他人事，如邦国离

  合，争战原因，后兹大变，多基于是.加以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

    会蔑不有新色，则有尔后超形气学上之发见。与形气学上之发明。二，，，

  顾世事之常，有动无定，宗教之改革已，自必益进而求政治之更张。·⋯，

  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单

  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

                              (((坟 ·文化偏至论}))I11 ( 1418页  )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目的在于否定教会的特权，认为人人只要有信仰，就

可以赎罪获救，强调个体生命的信仰，打破了专制的钳制，因此后来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如民主、自由、平等也由此渊源而引发。鲁迅对马丁·路

德改革的看重正在这一点上，这与他一直思考的从精神上启蒙国人，倡导民

主、自由精神是相契合的。

    鲁迅对于基督教神学宣扬的创世说、天国说、奇迹说等教义多次予以否

定和批判，他说:“《创世纪》开篇，即云帝以七日作天地万有，传值成

男，析其肋为女。”这只不过是“景教之迷信”，乃“仿徨于神话之歧途，

诊释率神阴而不可思议。”(《人之历史》u, ( Irs;f)〕对“天国说”，他曾

形象地说过:“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

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们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

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基督教神学为了宣扬神学的超人法力，编造



了很多神迹奇事，如耶稣能在海上行走，把水变成酒，用五饼二鱼让5000人

吃饱等，据 《新约》宣讲，会堂管理人涯鲁的女儿死了，耶稣来到他家，将

众人赶出屋，然后拉着姑娘的手说:我吩咐你起来。姑娘立刻就起来了。鲁

迅在1927年2月18日在香港基督教青年会讲演中，谴责当时中国的文化专制

主义使国内寂然失语时说:“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

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 ‘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

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 ‘奇迹’一样。”(《三闲集·无声的中国》[11(4,!-

13X ))这里鲁迅的否定倾向是很明显的。

第二节、鲁迅与基督:面对庸众的先觉者

        在基督教文化中，耶稣基督是一位为了拯救世人而献身的先觉者和救赎

    者的形象。他不遂顺传统和庸众，而为民众所弃绝、被家乡所驱逐、被故国

    所残害，他在耶路撒冷传教时，由于门徒犹大出卖遭捕，被捕后解交给罗马

    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彼拉多认为耶稣并无罪过，想释放了他 乒而遭到
    祭司长、文士和民间长老的反对，最终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成为《圣

    经》中最撼动人心的悲壮一幕。可以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已

    经成为基督教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幕。鲁迅对这一极富象征意义的悲壮场景

    十分偏爱，他说:“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犹太人钉杀耶稣的事，更

    应该细看。”(《集外集拾遗·寸铁》[1l ( 8*994 ))但鲁迅看取的耶稣，也并

    不完全是《圣经》中那位一味传教的基督，而是着重突出了他为庸众受难、

    最终又为庸众所害的悲壮意义，把他塑造成一个“向庸众宣战”的先觉者，

    这已和 《圣经》中的基督原型有了质的区别。鲁迅早在1908年写《文化偏至

    论》时就深刻地指出:“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的状

    况，“一梭格拉第 (苏格拉底)也，而众希腊人鸿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

犹太人碟之，后世论者，孰不云谬，顾其时则从众志耳。”[1] }1#52,)鲁迅对

耶稣独特而深刻的理解，源于他们二者有着许多相通契合之处。基督为了拯



救充满罪恶的人类，为了救赎世人的罪孽，受尽磨难，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

上，以自己的鲜血洗净了世人的罪恶，使有罪的人获得救赎。他对世人满不

着大悲悯的情怀，为拯救世人而勇于牺牲献身的精神和对世人无限深广的

爱，都与鲁迅在秒上有着一致性，鲁迅虽然反对基督教神学的教义，却极
为推崇基督充满牺牲和仁爱的救世精神，这种精神实际上也熔铸在鲁迅忧国

忧民、救国救民的崇高思想和伟大人格之中，与他早期积极探索“国民性”

问题、推重精神主体的启蒙作用是相通契合的。他说:“所以觉醒的人，此

后应该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

新人。”(《我们现在怎栩故父亲》[11 I 14135 3j ))他愿意效法基督背负十字架

为人类赎罪的道义承担，他坦诚地说过“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

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川‘’引3O’’)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

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四章第28-29

节)鲁迅对此更是感同身受，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先觉者的人，历来总被

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他认为耶

稣不是直接死在当权者手里，而是死在庸众之手，他多次提及是“众人”将

耶稣钉上了十字架:“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巡抚想放耶

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随感录六十五·基君的臣民》川(1

1))。正是与耶稣有着某种精神上的沟通和契合，鲁迅1924年在散文诗《复

仇(其二)》中塑造了一位新意迭出而又寄寓深刻的耶稣形象:

        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待

    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

    在.

          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祖的。

        丁丁地响，打尖从掌心穿透，他们要祥丁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

    悯的人们呵，使他痛的柔和.丁丁地响，打尖从脚背穿透⋯⋯

                            (((复仇(其二)》)[11 l2V41I 1

    神学家汉弗雷·卡本特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无法确切知道



    谁该为耶稣的被捕、审判和死亡负责，也无法知道他赴死时想些什么。”(

    汉弗雷·卡本特:《耶稣》，工人出版社，1987年6月，第182页)鲁迅凭借

    他对耶稣赴死的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尖锐地指出正是庸众杀死了耶稣，他细

    腻真实地剖露了耶稣受难时的复杂心理和深入心髓的痛楚，满含着悲悯与诅

    咒。这其中暗含着一个令人心疼而伤感的主题:耶稣为救世人却被世人钉死

    在十字架上，还要遭受世人的垢骂、羞辱。这是极其悲壮、悲愤而又令人悲

    悯无限的场景。鲁迅笔下的耶稣，承受着 《圣经》中被神化的耶稣所没有的

    最为深刻的痛楚:“在这不寻常的死寂般的宁静中，一连串的声音传到他耳

    朵里— ~诅咒、冷笑、嘲笑、狂笑。对基督富于情感和敏感的心灵来说，一

    句冷酷的话对他就是一次无情的打击，更何况这么多的冷嘲热讽。正是他自

    己的人民把他送上十字架，又给他增添了这样的痛苦，而他们正是他竭尽全

    力要去帮助和拯救的。他为他们奉献出了自己。所以，没有人能够怀疑基督

    已经进入了洲门人类所有痛苦经验的最深处。”(詹姆士·里德:《塞督的

    人生观》，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5月第12页)此时的耶稣和鲁迅小说

      《药》中的夏瑜，外在的境况和内心的悲凉是何其相似。

        我们还应注意到，基督教描绘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宣扬的是他三日

    后复活，《圣经》中的耶稣一再预言自己的受难: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

    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对

    他的门徒多次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

    活。”〔《马可福音》第蜂 第30-32节)在这里，耶稣清醒地认识和预感

    到了自己将要为救赎而牺牲，从而坦然地面对这受难的不幸降临自身，表现

    了基督舍身救世、勇于牺牲的精神.他的心是坦然、悲悯的。但鲁迅视野观

    照下的耶稣，却是一个为民众谋福利反遭凌辱、迫害的精神界之战士，是敢

    于向庸众宣战的“孤独的个人”。基督教看重耶稣受难后的“复活”，仿佛

    耶稣一复活，人类所作的罪恶和灾难就消弥殆尽了。而鲁迅看取耶稣受难时

    的生命体验，为庸众所害的先觉者悲凉的命运和内心极大的悲悯情怀。因

    此，基督教中的耶稣最终以无限博大的“爱”和“恕”宽肴了世人，而鲁迅

    却给文章冠以“复仇”的标题，着力宣扬 “向庸众宣战”的斗争精神，这是



                        户

缘于他对冷酷现实的清醒认识:

，却往44友为这

牺牲为群众祈福，

‘所为’而灭亡”

二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p1 (39,140W )
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昨。”(《两地

·二二》[11(11.{1351)鲁迅自己，又何尝不经常遭遇这种令人心寒的境遇

呢?他曾悲凉地说

滴一滴地滴过去，

“⋯⋯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

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

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于是也乘我困

苦的时候，竭力给我一下闷棍，⋯⋯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

报复。”(《两地书·九五》[11 (114.2499 ))鲁迅在“忍看朋辈成新鬼”之余，

满怀悲愤，“怒向刀丛觅小诗”，终生服膺于“韧的战斗”，主张痛打“落

水狗”，反对基督教的宽恕之说，嫉恶如仇，始终以战士姿态处于战斗状

态:“我要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

人，难于上帝的株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的大度，

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附记》[11 ( 34.209 b )

)他至死对仇敌都决绝地宣称“一个都不宽恕”。因为在严酷的现实斗争

中，鲁迅看穿了基督教无原则的爱和宽恕，往往被统治者用来愚弄人民，残

杀人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耶稣说过，富翁想进天国，比骆驼走过针孔

还要难，但说这话的人，自己当时却受难 ((Passion)了，现在是欧美的一切

富翁，几乎都是耶稣的信奉者，而受难的就轮到了穷人。”(《南腔北调集

  (一冬人的受难>序》[11 (44.5591q ))所以他在临终前一个月写的杂文《死》

里，预拟的七条“遗嘱”的最后一条就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

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此时的鲁迅是以他对人生洞明的通彻

做出的他最清醒的训诫.

    鲁迅的这种嫉恶如仇、“一个都不宽恕”的复仇精神，似乎与基督教中

的耶稣形象背离甚远.因为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还为处死他的庸众祈

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圣经·新约·

路加福音》第23章，34节)表现了对世人无限宽广的爱和恕的悲悯。实际

上，基督教教义也有一个演化过程，其渊源来自希伯来文化时期的犹太教，



前期为旧约时代，后期为新约时代，旧约时代的犹太教主张“爱人”，和新

约时代的基督教“爱仇敌”说是有区别的。犹太教“爱人”说主张只爱自己

的族人但却主张恨敌人，《旧约》里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6不可

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圣经·旧约·利未

记》第19章，17-18节)对待仇人则主张 “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

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圣经·

旧约·出埃称己》第22章，22-25节)而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则极力宣扬

“博爱”，强调舍身救世，把饶恕别人作为得到上帝宽恕的前提，甚至提出

“不要与恶人作对”、“爱仇敌”的主张，反对“以眼还眼”式的针锋相对

的斗争，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

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

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圣经·新约·马太福

音》第五章，38-40节)鲁迅对这种无原则的博爱和有利于统治的性洲七”

教育，自然是背离和弃绝的，他始终坚持“韧的战斗精神”，反对奴性，正

如他看取佛教早期小乘佛教的苦行精神而讥刺大乘佛教的浮滑和戒律松弛一

样，他背离了新约时代奴化的耶稣，而看取了旧约时代主张“以眼还眼、以

牙还牙”的斗争精神，正是在这看似背离实则另有取舍之中，凸显了他作为

文化伟人的高超之处。

第三节、鲁迅与撒旦:反传统的异端力量

    耶稣是“神之子”，既是为众人赎罪而受难的先知，又是传播上帝福

音、拯救世人的上帝的使者，是基督教中正面肯定和讴歌的形象，而撤旦，

则是魔鬼，是唆使人类始祖犯罪的元凶，是被否定和诅咒的形象。鲁迅在文

化选择上的高人之处，就在于他不仅看取自己与耶稣的契合，而且对常人否

定和诅咒的撒旦，也从他个人独特的理解上来加以认同和肯定，表现出反对

陈规陋习的勇气，也说明了他在文化选择上偏至而独到的眼光:



月...............

        《旧约》记神既以七日造天地，终乃传值为男子，名曰亚当，

    已而病其寂也，复抽其肋为女子，是名夏娃，皆居伊甸。更益以鸟

    兽卉木;四水出焉。伊甸有树，一曰生命，一曰知识.神禁人勿食

    其果;魔乃佗蛇以诱夏娃，使食之，麦得生命知识。神怒，立逐人

    而诅蛇，蛇腹行而土食;人则既劳其生，又得其死，罚且及于子孙，

    无不如是.英诗人弥耳敦( J, Milton )，尝取其事作《失乐园》

    ( The Paradise Lost )，有天神与撒旦战事，以喻光明与黑暗之争。

  才欣旦为状，复至狞厉。是诗而后，人之恶撒旦遂益深。然使震旦人

  异其信仰者观之，则亚当之居伊甸，盖不殊于笼禽，不识不知，帷

  帝是悦，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故世间人，当蔑弗乘有魔

  血，惠及人世者，才长旦其首矣.然为塞甘宗教徒，则身被its ，正

  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笠身，非强怒善战裕达能思之士，

    不任受也.

                              (《坟·摩罗诗力说》)L11-4.835-369

    鲁迅在这里指出了撒旦唆使蛇去引诱人类始祖犯原罪的事实，但却并不

以为非，反而以与天帝正统相对的“人类”眼光充分地肯定了撒旦启迪人类

智慧的积极意义:正是撤旦的诱惑使人类开始了有知有识的“人”的生活，

这是对“人”自身价值的发现。鲁迅受尼采“价值反转”的影响，对撤旦的

存在价值做了“重估”。撤旦本是基督教中的恶魔，经鲁迅重新看取，他成

了敢于挑战天帝、给予人类智慧果的叛逆和异端力量，是“恶”的代表。鲁

迅对“恶”的偏至看取，也体现了鲁迅个人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端意义，

是对中国以“性本善”为基础的“中和”“阴柔

和尼采一样，都喜欢“恶”而不是“善”，欣赏

”文化传统的突破。而鲁迅

“恶之美”

主张以“恶”破 “善”，他说:“恶魔者，说真理者也”

说》)。他“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

  “力之兼rr，

《坟·摩罗诗力

《野草 ·一觉》

11 c24:39 > )，推崇的是“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己改和

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

血，深知一切己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



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o [q i2An22Df’他偏至看
取的就是这种否定意义的“恶之声”，反传统的“恶z!美”。

    因此，鲁迅在早期的论文 《摩罗诗力说》中推崇和讴歌以拜伦为首的浪

漫主义和恶魔诗派。“摩罗”是梵文音译，就是基督教中的“魔鬼”— 撒

旦，“摩罗诗”即“恶魔派”的诗。这本是18世纪英国桂冠诗人骚塞攻击拜

伦、雪莱时的用语，骚塞在1821年发表《审判的幻景》一诗，大肆污蔑辱骂

拜伦是 “诗歌中的恶魔派”，败坏了政治和道德，是有罪的人。拜伦不甘示

弱，同年10月采用相同的题目，写了一首长诗来反击，无情地揭露了骚塞名

为桂冠诗人、实则头号叛徒的丑恶面目，“摩罗诗派”即由此而来。

    鲁迅当时选择浪漫主义和摩罗诗人，也是有着深厚文化背景和深刻独立

思考的:一是鲁迅希望通过对西方浪漫主义的介绍，能够钩沉和承继起中国

文学发展的优秀传统，更催其新生。正如他在篇首所引尼采的那段话:“求

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曦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

深，其非远矣。”这段题辞，清楚地表明鲁迅的写作宗旨乃在于引进、借鉴

国外进步文化这一“新源”，使中国古老文化获得新生。二是鲁迅留日期

间，正是日本浪漫主义文学风起云涌，方兴未艾之际。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运

动产生于明治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其总体特征是:踏越了明治初期的实用

主义、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而趋向于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和感性主义:重

主观、重精神、重感性，轻客观、轻物质、轻理性。强调个性自由，敢于扫

荡一切陈规陋习，更是日本后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主要特征。在日本浪漫

主义文学运动中，对于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介绍，尤其是对拜伦、

雪莱的介绍是非常丰富的，在鲁迅留学前后，拜伦评介、拜伦作品之类的书

在日本随处可见，这都给鲁迅很大影响和帮助，‘他正是通过日本对拜伦的翻
译和介绍，而进一步接近拜伦的。据日本学者北冈正子考证，鲁迅写《摩罗

诗力说》时，充分利用和参考了日本写的有关摩罗诗人的评传和有关作品的

译本。即以拜伦为例，它所用的很多材料都是取自木村鹰太郎的传记作品

《文艺界之大魔王— 拜伦》和翻译的拜伦作品.当然，鲁迅在选用这些材

料时，经过了他个人的甄别和修正，但这至少可以说明日本当时的浪漫主义



思潮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其三，鲁迅从摩罗诗人和浪漫主义诗歌中寻找}1:了

与自己的契合点。这就是对个性主义的推崇、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坚强的个

人意志和强烈的叛逆精神，认为他们 “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

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士天下。”这段

话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这是鲁迅对摩罗诗人的最后总结和总体评价，

最为集中地反映出鲁迅对摩罗诗人的态度。鲁迅在这里强调和置重的，是摩

罗诗人体现的特征:一是不随顺旧俗，敢于反抗的叛逆精神;二是发为雄

声，以起其国人新生的启蒙精神。换言之，这种融叛逆与启蒙于一体的摩罗

精神，也正是鲁迅所要极力倡导和呼唤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

说鲁迅通过 《摩罗诗力说》公开发出了反传统的先声:

    首先，他在文中介绍这种带有“异端”倾向的摩罗诗人，张扬“恶魔

般”的叛逆精神，是对中国以“性本善”为基础的“中和”、“阴柔”文化

传统的突破。中国文化受儒道两家浸淫千年，积淀而成相对稳定的“中

和”、“阴柔”的文化心理结构，儒道两家共同的理论前提是肯定性的 “

善”.儒家尽管有一些“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但其主旨却

是主张“克己复礼”、“中庸和合”，标举“中和之为美”。道家更是高扬

“贵柔守慈”的旗帜，倡导“大美不言”、“心游物外”，追求一种 “阴

柔”的审美境界。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虽然也有“兴、观、群、怨”，但同时

更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因此，中国

文学整体上呈现出温柔敦厚、蕴藉含蓄的态势，绝少“乱力怪神”之异端。

正如鲁迅所深刻剖析的:“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

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

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糜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

界。”那些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自不必说，就是游山玩水之作，

’见其聋性情，即使伟大如屈原，在遭谗催垢之际，愤而作《离骚》，虽
也难

“抽

写哀怨，郁为奇文”，“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却“亦多芳菲凄恻

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所以鲁迅认

为“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声者，亦不始于今日。”正是有鉴于此，鲁迅才



感到了介绍摩罗诗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鲁迅看来:“平和为物，不见于

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

，动作始矣。时劫一会，

肺者致胜。

”即使“二士室处，亦有吸呼

外状若宁，暗流仍伏，

，于是生顺气之争，强

故杀机之防，与有生偕;平和之名，等于无有。”而在西方文学

      中，“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

      罗诗派。”尤其是拜伦以“恶人”自居，“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

      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平和之人，能无惧乎?于是谓之撒旦。”由此

      可见，鲁迅是有意识地选择了摩罗诗人“以恶破善”，借其“恶魔”般的叛

      逆精神向中国文化传统发起挑战。

          其次，鲁迅置重摩罗诗人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呼唤中国“精神界之战

      士”，塑造和培育中国反传统的主体形象。如果说“以恶破善”是鲁迅反传

      统的理论选择，那么行文至篇末，他热切而直露地放言:“今索诸中国，为

      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至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

      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则是转向社会行为层面，呼唤敢于起而反抗的

      “精神界之战士”了。实际上，鲁迅在 《摩罗诗力说》中，通过对摩罗诗人

    的置重，己经含蓄地塑造和培养了这样的一种主体形象:“凡立意在反抗、
      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大都不为顺世和悦之音，动

      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抗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己。”

      概而言之，“精神世界之战士”具备如下两个形象特征:

          一、“他”是敢于反抗的孤独个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绝少“个人”的独

      立，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进则济世合群，退则离群

      索居:道家更是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主动消解个人主

      体性，个人遁入山林，更逞论反抗和进取了。而警迅别求新声于异邦，接受

      了进化论和人本主义的洗礼，则大张其个性主义之帜，在《摩罗诗力说》中

      极力推崇拜伦“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以赞赏

      的笔调对他多加褒奖:“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

      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

      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在这里，鲁迅按照他个人独特的理解，借鉴日



本流行的有关拜伦的材料，着力凸显拜伦作为“独立的个人”形象和勇于反

抗的叛逆精神。他在同一时期写成的《文化偏至论》中，公开提出“任个八

而排众数”的主张，认定“人既发扬掉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继续深入

阐发他“重个人”的思想，至五四时期，他肯定易卜生的名言:“世界上最

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主张以“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

自大”，以独异的自我“向庸众宣战”，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鲁迅所看取

的就是以拜伦为代表的“孤独的个人”所蕴含的独立个性和叛逆精神。

    二、“他”是力制民众的启蒙者。中国文化受儒道影响，肯定“性

善”，讲求教化，教人“做稳了奴隶”。西方文化则受荃督教影响，人性之

本乃是否定性的“恶”.认为人人需要“原罪”。。《旧约》记载:撒旦唆使

蛇去诱惑亚当、夏娃偷尝了智慈之果，因而被逐出乐园。从一定意义上说，

撤旦是人类智慧的最早启蒙者:“亚当之居伊甸，盖不殊于笼禽，不识不

知，惟帝是悦，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故世间人，当蔑弗秉有魔

血，惠之及人世者，撤旦其首矣。”鲁迅在论及拜伦的影响时，就充分肯定

了他的启蒙意义:“余波流衍，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 (普希金)，至波

阑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牙利则觉爱国诗人裴象飞(裴多斐)。”需

要指出的是，警迅这一时期对启蒙的认识，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一方

面他认识到了国民觉醒的重要性，认为“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

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国民愚陋，是.“做稳了奴

隶”的庸众，启蒙者必须要有强力意志:“撤旦，亦一权力也。”惟其如

此，才能“上则以力抗天帝，下则以力制众生。”香迅“五四”前后作品中

出现的“启蒙者”形象，都能从这里找到“原型”。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尼采

“超人”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同时，鲁迅这种“孤独的个人”意识和“力

制民众”的启蒙者形象，和他早期以国民性为基本内汤的功利文学观也是息

息相通的。饶有意味的是，他在热切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思索中，自身

就己经成了破中国之萧条的“战士”，从而成就了他作为文化伟人的坚实基

础。

    鲁迅的这种异端思想，他自己也多次表述过，他曾自称是 “盗火的普罗



米修斯”:

    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比革命者，以为

窃火给人，虽遗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

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

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

          (《二心集·“硬译”与 “文学的阶级性”》)川(;!'.091)

四、鲁迅与道教

第一节、道教:中国的根抵

    与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不同，道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宗教，是在本

民族的文化传统基础上，为迎战外来宗教 (主要是佛教)对本民族宗教信仰

的冲击，融合汲取了外来宗教特色而形成的，因此，道教既与中国传统文

化、民众心理结构等有着天然的墒壤关系，又与外来宗教相通，剖析道教，

可以从中解读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某种侧面，某种根本性的特征。鲁迅曾深

刻地指出:“中国根抵全在道教”，强调“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

而解”(香迅:((书信集·180820·致许寿裘)))[11 ( 11.43531 ).
    道教形成于东汉，但其源头却可上溯至我国先秦时初民的巫术、秦汉时

的神仙方术及道家哲学。鬼神崇拜是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意识，但人神不能

相通，需要由“巫”做中介，鲁迅曾分析“巫”风大盛的原因:“中国本来

信鬼神的，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就有巫出来。”

(务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人们祈攘福佑，就靠“巫”以“巫

术”来传达，后来“巫”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

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而方士，就

不再仅仅通鬼神，而且有法术。后来道教承袭“神仙方术”，因此，方士即



道士的前身。鲁迅指出:“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特产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

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道教的根本观念是神仙说，追求是修道成

仙、长生不老。这和中国古代的神仙观念、神仙信仰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记载:“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聊以

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城，而无休惕于胸中。”“长生不老”是神仙家的精

髓， 《释名·释长幼》曰:“老而不死曰仙。仙者，迁也，迁入山也。”

  《天隐子·神解》:“在人曰人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

仙，能通变之曰神仙。”肉体成仙，生而不死，这是中国古人对“生”与

  “死”问题的思考，期冀能够克服“死”的恐惧，而达到“长生”的理想境

界。尤其是当权的统治者，更是梦想长生不老，永享荣华富贵，因此许多统

治者如秦始皇、汉武帝等，都笃信神仙方术，这更加推动和刺激了神仙方士

的盛行。在屈原、司马相如等文人的作品中，也充满了对神仙方术、长生不

死境界的赞叹和神话传说。

    除了“巫”、“巫术”以及“神仙”观念的影响，道教最直接的理论来

源应是早期老庄道家哲学，老子哲学的核心是“道”，“道”在老子那里是

一种本体性的实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

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之日 ‘道’。”(《老子》第2s

章)但 “道”又是神秘玄妙的:“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

惚”。而道教恰恰看中了“道”的这种神秘性、绝对性和超越性，不断加以

神化、玄化，使它成为道教中神秘文化的渊蔽。道教正是将其荒诞不经的长

生不死、成仙得道的教义教规依附于玄奥的道家哲学，才熔铸成它独特而系

统的道教理论，从而能够与儒、佛鼎足三立。

    鲁迅所谓“中国根抵全在道教”是指道教文化社会影响的深刻性和广泛

性而言的，是就其对中国现代化的阻滞力而言的，特别是从鲁迅所关注的中

国国民的心理层面而言的。在鲁迅看来，无论是价值观还是思维方式，与中

国国民的心灵底蕴最为亲近亲和的都是道教思想。道教是在中国文化土壤里

植根生长的，它为了在本土文化中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极力宣扬人性中欲

望层面的东西，既迎合了官僚、士大夫长生久视，永享荣华、子女、玉帛等



      物质欲望和心理期求，又满足了普通百姓层次、俗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诉求，

    期冀道士方术来祈福攘灾，消饵人生苦难。因而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异常广

    泛和极其深刻的，从最高统治者 (如唐玄宗、宋徽宗等)、历代的官宦和士

      大夫，直至下层社会的广大民众中间，都有不少人是信奉道教的。统治者之

    所以接受道教思想，除了看中它具有麻醉和愚弄人民的社会功用外，还在于

      道教可以满足他们长生不老、白日升天、富贵永存的贪欲。道教中的天堂以

      玉皇大帝为中心，完全把封建皇朝的政权结构复制克隆到宗教的秩序结构

      中，对统治者投其所好，这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是道教的独创，却从根本

      上反映了道教维护皇权的本质。对此鲁迅尖锐地揭露说:有些 “大丈夫”

      “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 死— 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

    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热风·随想录五十九二圣武”》m ( 14J551 )
      )。而在普通百姓中间，多数人也总是希望能够延长自己的性命，哪怕过着

      贫穷困苦的生活，也依旧希望消洱灾难，安天乐命，而且还进一步幻想着达

      到富贵的地步，即使是来生这样虚无缥缈的幻景，也坚信不移，以此来麻醉

      自己的精神。道教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人们世俗的生存需求:祈福极灾，长生

    成仙，它通过一种巫术的方式，向各阶层的人士许诺今生的幸福，为他们提

      供了一种“实际的”的解脱痛苦和苦难的途径，超越自然、社会的种种物质

      局限，极大地吸引了讲求 “实际”、注重实利的中国国民。道教的这种极端

    实利主义、现世主义的价值理想比之基督教、佛教思想在中国更具有普遍意

      义，对中国国民更具有亲和力。因此道教思想在中国流传不息，有着广泛而

      深厚的底蕴.

        道教对中国国民心理的影响主要是起消极作用的，对中国现代化的转型

    有着极大的阻滞力。首先是它诱导着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上层人士的“巧

      滑”、无操守。鲁迅在早期的论文 《摩罗诗力说》中指出:

            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樱人心;以不樱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搞

        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

                                (《坟·摩罗诗力说》)Ill“枷万’

        老子的“君王南面之术”替历代的统治者提供了一套愚弄人民的技巧，



他们都反对知识。视国民的觉醒为罪恶，以科学为“奇技淫巧”，积极推行

愚民政策，使人民无为无欲无争，乖乖接受他们的统治，维护封建统治的长

en久姜。而庄子则更是主张看破“天人”和“死生、存亡、穷达、贱贵”的
界限，宣扬“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不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否认事

物间的桌质区别，在是非问题上采取“滑头”态度，为上层士大夫知识分子
设计了一套 “滑头”哲学，使得中国知识分子 “身在江湖，心存魏网..(

  《庄子·让王》)，反之，即使“身在魏胭”也同样 “心在江湖”，始终抱

着一种可隐可仕、可进可退、亦儒亦道的圆滑策略，完全是一幅“聪明人”

的样子。鲁迅将其称为“虚无党”，活画出这类“聪明人”的嘴脸:

        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

      的权威，是 “信”和 “从”呢，还是 “怕”和 “利用”?只要看

    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

      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

    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

    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

    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 “做戏的虚无党”或 “体面的虚无党”

    以示区别罢，⋯⋯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11(34328)

    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伎俩，一旦与卑怯、贪婪的病根互相融会，就成为

  “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的瘤疾，从而形成了他们无是非、无坚

信、无操守的人生观和二重分裂的人格特征。鲁迅在文章中对这种“巧滑”

的弊端多次予以辛辣讥刺.如他嘲笑老子是个“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

家”，甚至“连老婆也娶不成”的 〔《出关》);而庄子也不再是那个化蝶

的“真人”，而成了“虚无党”的代表— 圈滑、通融、无是非、无特操，

而且和局里有勾结、和楚王有友谊的“强盗军师”。

    其次是它毒害了下层人民的进取和斗志，使他们成为麻木、愚弱、沉默

的国民，悲苦而不自知，反以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的魂灵。老子教导百姓

  “勿抗命”、 “勿抗天”，要 “知足”、 “不争”， “宁蜷伏而恶进取”，



奉行奴隶主义，诱导中国国民甘为臣虏，加以愚民政策的推行，所以造就了

中国国民的保守、复古倾向以及麻木、愚弱而又自欺的精神胜利法，这是就

中国国民做严重的病根和瘤疾。鲁迅清醒地洞彻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将笔触

深深地探入了这被损害而不自知的群体。在鲁迅的作品世界里勾勒了一个受

损害却麻木愚弱的群体形象:《风波》中的七斤、《明天》中的单四嫂子、

《故乡》中的闰土、《阿Q正传》中的阿Q、《祝福》中的祥林嫂、《药》

中的华老栓夫妇以及作为群像的《孔乙己》中的“短衣帮”、《示众》中的

“观客”、《药》中的“看客”、《狂人日记》中的“村民”等等，等等。

他们在精神上处于愚昧无知的境况，受到最为深重伤害却惜懂无知，只好在

幻想中自欺欺人地寻找解脱，麻木、沉默、愚弱、保守、自欺⋯⋯成为中国

国民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而这恰恰是高扬民主、科学的现代化进程所遭遇

到的最大难题。所以鲁迅从道教对中国国民心理痛疾积淀中看到了现代化转

型的复杂性，极力批驳道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寻找解

救中国国民心理瘤疾的途径，提出了“中国根抵全在道教”，“以此读史，

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的见解。

第二节、张天师与鬼画符: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

          “天师”本是道教对其创始人张陵的尊称，他的后裔中承袭道法的，也

    相沿称为天师。画符，更是道教的一项最重要的法术，“符”在汉代以前就

      出现了，当时只是一种信物和凭证，并无宗教神秘色彩。两汉时期盛行“天

    人感应”、谁纬学说，慢慢地就使“符”由信物演变成具有预测事变的神秘

      色彩，“符”成了上天意志的象征，代表着天命或神旨。我们此处取“天

    师”和“符”来借代道教文化，看一看鲁迅对道教及其影响下的中国国民性

问题的批判。

    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结构模式是儒道互补，但二者对中国国民的我响又
是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儒家文化关注的是“经世致用”，以伦理为基础勾画



统治秩序，对中国社会制度、道德规范和文化心理有深刻影响，表现为显在

的社会功用性，而道家文化则对国人的信仰、性格、行为方式等方面濡染校

深.表现为内在的人格修养·因此，中国国民往往“外儒内道”，既“经世
致用”，又超然出世。儒家既讲“达则兼善天下”，又讲“穷则独善其

身”，道家在无为出世之际也在怀想“无为而无不为”的进取和功业，儒道

互通互补、共同熔铸、积淀了中国国民的性格特征。鲁迅在近现代文化转型

时期，出于他敏感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忧患意识，对道家思想、道教文化影响

下的中国国民性丑陋的一面进行了无清的剖析和揭批。

    首先，通过对“道士”思想的揭批，批判了中国国民“无操守”、“无

信仰”的劣根性。鲁迅曾指出:“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

教徒，而不僧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而已集·小杂感》{

1l (34-5321))这段话一方面指出了中国国民思想中的保守和排外情绪，另一方

面也暗示了道士在民众中的地位和影响.道教信仰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功

利性地崇奉大量功能性的神抵，不同于其他宗教神灵崇奉的绝对化、排他

性，道教中的神灵永远是开放性的，相对性的，从老子、庄子等古人，到灶

君、土地神、火神等小神灵都是道教崇奉的神抵，甚至关公、李靖等现实中

的人物死后竟也成了道教的神灵。因此道教从建立到衰微的整个历史都在积

极吸纳各种神灵、思想为自己服务，为现实功利目的服务。鲁迅曾对此讥讽

说:“佛教东来时有几个佛教徒译经传道，则道士们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

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

气，乱七八糟。”(《集外集拾遗外编·关于<小说世界)》[1] c sew A)道

教的功利性追求使得道教教义和神灵崇奉始终呈现出一种混乱状态，因而混

迹道教中的道士则乘机假托“太上老君”、“张天师”等名号，装神弄鬼，

设坛传教.但在本质上，道士则是毫无宗教精神的，和尚、尼姑、基督徒、

回教徒为了心中的信仰，甘愿“入地狱”，他们放弃人生享受，自愿作艰苦

的修行，剃发易服，戒荤腥、绝婚配，有理想、有坚信、有特操，肯吃苦，

勇于牺牲和献身。而道士则梦想“白日飞升”，却又火居— 无须吃苦，

照样肉食、婚配，尽享人间的世俗之乐。他们纯粹从实用主义出发，为自己



寻找种种理论借口:忽讲“道者，儒之本也”，忽讲“老子入夷狄为浮

屠”，忽“儒”忽“释”，毫无特操。鲁迅多次尖刻地揭批这种浮滑的国民

性，批评他们 “无特操”、“无信仰”，是“做戏的虚无党”:

        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

    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

    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 符咒、拜祷⋯⋯偌大的 “运

    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

    了一一就是并不注定。

                          (((且介亭杂文·运命)))[11 (6ktl31万’

但道士的这种无耻行径却也与中国国民性中的巧滑、麻木、愚弱、无特操、

无坚信相暗合，所以无论在西化的城市还是落后的穷乡，无论是上层社会名

流还是下层愚弱国民，中国国民惟独不僧道士，甚至在危机来临的时候也还

是求助于道教的“天师显灵”，即使在东三省沦陷、华指华南危急这样的国

难当头的事件，人们竟然也求助于“玄女”、‘吃龙王”、“天师”、“碟

仙”这样荒诞无稽的神灵。鲁迅通过对道士无耻行径的揭批深刻地批判了中

国国民性中的劣根性。

    其次、对“鬼画符”的揭批切中了中国人“瞒和骗”的虚伪伎俩。“画

符”是道教最重要的法术之一，也是道士借以蒙蔽群众的一种手段，因此道

士画符，就充分利用了人们的盲从心理，往往故意画得离奇古怪，还故做神

秘地宣称“天机不可泄露”.鲁迅对此曾讽刺说:“符的威力，就因为这好

象是字的东西，除道士外，谁也不认识的缘故。”(《且介辛杂文·门外文

谈》(1) (64MA)他还说:“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

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鲁迅对 “鬼画符”的揭批是紧密结合现实实际

的，他为了批驳当时顽固派和反对改革者，特把他们的

魂灵”讥之为“鬼画符”，他说:“二十年前到黑市，

“逻辑”和“论辩的

买得一张符，名叫

‘鬼画符’。虽然不过一团糟，

字，是处世的宝训，立身的金al

但帖在壁上看起来，却随时显出各样的文

，今年又到黑市去，又买得一张符，也是

‘鬼画符’。但帖了起来看，也还是那一张，并不见得什么增补和修改。今



月曰..............

夜看出来的大题目是 ‘论辩的魂灵’;细注道: ‘祖传老年中年青年逻辑扶

占L灭洋必胜妙法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救’。”(《华盖集·论辩的魂灵》DI

( 34,29X ))他运用归谬法，将这类人的“鬼画符”虚伪面貌揭露得形象而尖

刻。这类“鬼画符”的把戏，形成了中国人“瞒和骗”的思想特征:“中国

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

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滑巧。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

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1 ( lV40
育’)这种“瞒和骗”使中国国民“蜷伏堕落而鹅进取”，期冀在用无苦痛、

永无烦恼、永远胜利的陶醉中，一面欺人，一面自欺，最终形成了阿Q的

“精神胜利法”。关于阿Q及“精神胜利法”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论述，国

内学界早有公论，此处不再展开.
    扮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与老庄哲学、道教也有内在的沟通契机:一是

鲁迅看取的是道教(家)哲学思想。老庄都宣扬清静无为的出世思想，主张

  “无为”、“不争”，贵雌守柔。但他们都强调个体生命和精神的自由，老

子提倡“致虚极，守静笃”，方可“无为而无不为”，庄子主张“心斋”、

“坐忘”，从而达到一种“逍遥游”的境界，如鲤鹏扶摇九万里高空，追求

精神境界的澄明透彻和主体生命的无碍逍遥。这跟鲁迅看取人的主体精神自

由是相通的。鲁迅曾说过自己“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

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坟·写在<坟)后面》Ill ( 1.4.25SX ))“我自

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僧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

《书信·240924·致李乘中》[11(1144311)，这一方面表明了鲁迅对自己深刻

的剖析和反思，另一方面也的确道出了鲁迅思想上与老庄的相通，当他陷入

“荷戟独仿徨”的苦闷、寂寞之人生困嘟寸，说出这样的话来，内中该包含

有多少无尽的悲凉与激债。他曾在跟许广平通信时流露出内心的苦痛:“醒

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 ‘骄傲’与 ‘玩世不恭’，我觉得

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两地书·二》l1l(’1扣，贾’)“由是又悟到我以前之

和 ‘正人君子’们为敌，也失之不通事故，过于认真，所以现在倒非常自

在，于衰衰诸公之一切言动，全都漠然’，〔《两地书一三五》[(1( IIV14X ))



。鲁迅这种困厄之中发出的愤激之声，不正和老庄在乱世之中“无为而无不

为”的主张相通吗?黄健在他的论著《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

视》中对此有精到的论述和把握:“深究鲁迅这种心态的文化根源，还在于

道教(家)文化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与结果。在与道家文化所发生的历史

联系当中，道教 (家)文化中的 ‘道家思想’部分，从其本体论的角度而

    言，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力图挣脱现实藩篱，通过内省达到超然Fr4晚、境的智

慧力量，并在不定程度上，又显现出一种玩世不恭，蔑视现实的独立不阿的

人格意志⋯⋯老庄哲学，或曰道家思想这种教人通过求理性、

而形成的随便处世的特殊人生态度与品格，是鲁迅与道(教)

史联系的一少重要方面。”【，，““页)

求智慧的方式‘
家文化保持房-

二是道教重现实、轻来生，不对彼岸世界抱有幻想，强调 “长生久

视”，而鲁迅在“生”、“死”的问题上也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珍重生命

和生之坚韧，他终生信奉的“韧的战斗”精神正与此相通。道教是地道的中

国宗教，它与佛教、基督教不同，它不追求彼岸世界的形而上，而只关注形

而下的此岸世界。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只有苦行苦修，来世方能获

得新生，只有到达西天极乐世界才能获得幸福:基督教更宣扬人犯了“原

罪”，只有信仰上帝才能获救，进入天堂。他们都把“生”与“死”绝对对

立起来，作为人的生存二极，认为世俗人生即是苦难，唯有死后和涅架才能

得到解脱，对现实人生是弃绝和否定的。而道教则基于中国人“贵生恶死”

的心理，公开宣称只要得道，人人都可以成仙，永远不死，生是乐事、美

事，死才是可恐惧和否定的，所以道教强调现世，不对虚幻的彼岸存在幻

    想。鲁迅对佛教的涅梁进行过善意的讽喻:

            记得 《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冈J到寺门

        之前，他就 “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边走”

的揭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唯一的好方法，

盼不到，最自在惟此而已.

脱离苦海的唯一的好方法， “剑侠”

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梁的自由，却还

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南腔北调集·为7忘却的记念》)[n (44-4951()



对基督教的“来世说”，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揭批说:

        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收师沥诉

    困苦的半生，诗他救助，软师听毕答道:“忍着吧，上帝使你在生

    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气Att说，
    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 “将来”，不就是枚师之所谓 “死

    后”必

                        (((两地书·二)}){‘](‘，卷‘，页)

解在严酷的斗争中，多次戳穿敌手引诱他赴死的诡计，反对赤膊上阵，而
主张堑壕战，信奉“韧的战斗”，不正是他对现实、现世的清醒认识和理性

选择吗?他曾说过:“我之不就死，倒是为了憎我的人。”

五、结语:鲁迅与宗教关系的现代性

      我们惟有从·“鲁迅与宗教精神层面之沟通”这样一个切入点，才能较为

  准确地把握鲁迅之于宗教的独特意义，既圆融无碍，又有偏至的看取，理解

  鲁迅对精神主体的推崇:

          知枷申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

      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第一义也.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

      举;若其道术，乃必单个性而张精神.

                          (((坟 ·文化偏至论}))[11 c 1454. 57W 1

  中国现代觉醒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人”的发现，

  对科学、民主思想以及建立在生命价值基础之上的个性主义思想。而鲁迅提

  出的“立人”思想，和他“排众数而任个人，捂物质而张灵明”的主张，都

  是在精神主体层面上发掘和唤起新生的中国“人”，他对佛教、基督教、道

  教中精神因素的看取，也就在这种意义上，获得了深刻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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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当初选择“鲁迅与宗教”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

        目，心里的确是感到底气不足而诚惶诚恐的。鲁迅研究在学界早就是一门显

        学，诸多专家学者几十年的研究资料己经极其丰富而精深，而宗教教义的深

    晚奥博大，又非自己这样的宗教门外汉所能子晤多少的。所以在这样艰深、博
        大的课题面前我是颇为犹豫和踌躇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我的导师高旭东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慧语点拨就尤

        其显得重要和难得。当我对这一课题表现出犹豫和心虚的时候，是他及时鼓

        励我要“大处着眼，小处动手”，并以其对鲁迅研究的熟捻和精深对我再三

        慧语点拨，多次垂询施教，从课题的确定到思路的厘清、从资料的搜集到提

        纲的修订、从篇章的布局到语气的把握都悉心指导，亲历亲为。追至论文初

        稿完成后，他又多次审读，严格而细致，甚至连引文、句读的些微讹误之处

        都一一校订，其热忱扶掖后学的精神和风格令我感佩不已。山东大学威海分

      校中文系教授件从巨先生不仅帮我调整思路，始终七关注我的整个写作过

        程，并且几经周折帮我联系到了对“鲁迅与宗教”课题有着较为深入和权威

        研究的郑欣森先生，使我在这一课题的探究中进行得更为顺利。郑欣森先生

        身为国家文物局领导，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多次主动通过长途电话对我

        提出的问题予以热心的解答，为我指点迷津。我的论文中的许多引文资料也

        多取自郑欣森先生的专著《鲁迅与宗教文化》一书。2000*9月我专程赴京

        访学，郑先生因为公务繁忙未能晤面，但他仍对我留下的论文初稿提出了极

        其宝贵的意见和中肯的鼓励。在此还须提到并表示感谢的还有 《山东大学学

        报》的苑涛先生，我的论文写作安排在2000年的暑假，而此时却恰逢我所在

        的办公楼加固装修，在酷暑挥汗之际，每天还要忍受刺耳电钻的轰鸣和扑面

        尘土的飞扬，9热、喧嚣、扬尘之中，来威审稿的苑涛先生与我对屋而坐，

        安之若素，心无旁鹜。他的沉静和敬业精神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而每每

      闲暇交谈的时1i，苑涛先生的睿智又常令我茅塞顿开。另外我在威海分校的

        领导和同事对我在读硕士期间给予了许多帮助和鼓励，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硕士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1、意象:经轮流转与耗牛奔突— 论 《红河谷》象征艺术的影象特征

        《电影评介》(核心期刊)1998第5期 第16-17页 管恩森

2、且把金针度于人一一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首创意义

        《文史哲》 (核心期刊)2000增刊 第140-142页 管恩森

3、民间情怀与文人寄托:《聊斋志异》两种话语方式解读

        《蒲松龄研究》 (核心期刊)2000第3-4期 第266-271页管恩森

4.漩流中的借鉴与潜流中的积淀:五四新文学借鉴外来思潮表层化倾向浅

    析

        }m州学刊》(核心期刊)2001第1期 第102-108页 管恩森

5. WTO语境下的中国电影危机与对策浅析

        《电影评介》 (核心期刊)2001第3期 第50-51页 管恩森


	摘要
	英文摘要
	一、缘起：为什么从宗教的角度切入对鲁迅的研究
	二、鲁迅与佛教
	   第一节、主体精神的伸张：鲁迅与佛教的内在之缘
	   第二节、复仇的女吊：鲁迅对佛教的偏至选择
	   第三节、舍身苦行的佛陀：鲁迅对佛教的圆融
	三、鲁迅与基督教
	   第一节、从“汉唐气魄”到“拿来主义”
	   第二节、鲁迅与基督：面对庸众的先觉者
	   第三节、鲁迅与撒旦：反传统的异端力量
	四、鲁迅与道教
	   第一节、道教：中国的根柢
	   第二节、张天师与鬼画符：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
	五、结语：鲁迅与宗教关系的现代性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硕士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